
 
 
 
 
 
 
 
 
 
 
 
 
 
 
 
 
 
 
 
 
 

「2022 亞際民眾戲劇線上」研習手冊 



【專題Ⅰ：帳篷越境】 

場次一：帳篷劇與日本新左翼思想 
講者：羅皓名（噪音樂隊成員、游擊式藝文行動組織者）

時間：7/3 Sun. 14:00-16:30 

地點：實體（寶藏巖藝術村 - 山城排練場 3F）+線上 

從日本新左翼的歷史回顧，可以簡單歸納出以下幾個影響帳篷劇的關鍵思想命題——

自我否認、自我解體 
所謂解體，除了對於日本與共同體、左翼前衛黨、戰後民主主義與進步性等既有概念的拆解，
更重要的是解體「自己」。何謂自己？首先是「知識分子」，反對的是啟蒙主義、知性主義、
學術建制，同時反思與大眾的關係，是啟蒙大眾的知識人？還是作為大眾的知識分子？還是 
介於兩者之間，同時對兩者展開批判以形成積極對話關係的所謂「工作者」？第二是「日本 
人」，對天皇制的反對，對帝國殖民歷史和自身作為加害者的反省，重新辯證什麼是日本或 
者理想中的日本樣態，甚至發展出所謂的「反日」立場。在帳篷劇中，能清楚看到上述這些 
問題意識。這裡想進一步追問的是，那作為前殖民地的台灣人藉由帳篷劇或日本戰後批判藝 
文，又該怎麼思考「日本」？又該怎麼思考這些「反日」的「日本」？此外，解體也與反思 
作為消費社會一員的自己有關，由此產生對於消費日常規律的干擾行動。此外，這的子命題 
還包含著反現代性、反作品性和反表現等層面。 

 

反現代性與前現代的復歸 
以「故鄉的喪失」啟動前現代共同體（邏輯）的復歸，關聯上對於現代性「去魅」過程的再
思考與對於「魅」——感性、咒術、身體——的重新賦權。在這樣邏輯下，重新聚焦無文字
之民的視聽文化（對應的是文字之民的活字文化），也就是柳田國男談到的「常民」概念，
接著又進一步延伸到常民（定住農耕民）以外的「山人」、網野善彥談的「漂泊民」等邊緣
非定住群體。這些思想，又可以連結上谷川雁所謂的「異端之民」，也就是不是大眾，而是
在大眾的底層存在的，作為混沌暗黑母性的、作為玄牝之門的「原點」。由此或許可以說，
前述藉華青鬥告發激發出朝向底層勞動者、被歧視群體思考的典範轉移，其實具有紮實的在
地思想脈絡。 

 

作為「異質」的破壞性存在 
六〇年代末期至七〇年代的社會氛圍，包含全共鬥、過激派的游擊行動，或是街頭表演與行 
為藝術以及帳篷劇等等在都市遍地開花搞破壞。他們作為都市的不良因子，試圖在都市內產 
生異質和反叛的交響。也就是說，帳篷劇「異質」的存在性，不僅只限於藝術表現上的意義，
也不是帳篷劇特有的，而是在當時具體的社會脈絡下生長出來的時代性特質，具有特定的政 
治與歷史意義。帳篷劇到了台灣來之後，我們或許不能只看到藝術表現上的異質性，從而忽 
略掉其中作為日本反叛行動歷史餘焰的線索。 

 

以「想像力」啟動的世界更新 
評論家菅孝行認為，那個噴發出各式文化行動的時代基調是「對於政治語言的不信任、對於
全體政治的不信任、對於革新可能性的絕望，以及政治語言的失效」。政治語言已經無效且
不可信的情況下，那個時代的行動者們開始重新思考新的有效溝通方式——「語言」。又，
關於「主體」當時也有不同的思考。在傳統馬克思主義的階段或演進論裡，歷史是按照排好
的劇本前進，那麼，其中的個人只是旗子或歷史的填充物嗎？如果不是如此，該如何思考 
「主體」自身參與革命的契機？由此，對於革命的想像不再是過往的大敘事與歷史進程論， 
而更聚焦在參與其中的主體性契機。關於新「語言」的探尋與主體性契機的重視，結合出以 

「想像力」啟動的世界更新。 



集團與他者 
最後，是關於在帳篷劇裡也常被提及的兩個關鍵字：「集團」與「他者」。在冗長的歷史中， 
「集團」可以追溯到最早新左翼對於日共上意下達集權組織結構的批判，也可以連結上由無
黨派（no-sect）行動者組成的全共鬥對於新左翼各派系的質疑。60 年代後期，新左翼諸黨派
開始各自宣稱自己比較左，自己的路線才是對的，彼此互相責斥對方的「偽」革命與路線錯
誤，由此反而又回到了他們一開始所批判如日共般的封閉狀態，同時這也與當時「解體」思
潮對於「集團」的重省相互矛盾。種種時代背景，再加上帳篷劇團集體行旅與生活、集體搭
建帳篷進行演出的特殊性，可以解釋何以帳篷劇中經常討論「集團」。 

 

關於「他者」，則可從整個戰後知識分子從啟蒙到「向大眾學習」，再轉化為自我批判與解
體，也就是重新面對「大眾」，或說重省「知識分子—大眾」論題的脈絡理解。此外，如前
述，以華青鬥告發為象徵性的分界，1970 年後的思潮漸次轉向在日本社會內部裡的少數。這
些都是「他者」之所以成為帳篷劇關鍵詞背後的思想脈絡。 

 

在此，我最後想提出來作為延續思考的問題是，當背負這些關鍵思想脈絡的帳篷劇越境到東
亞後具體相遇的他者，如台灣觀眾、韓半島的觀眾等，對於整個新左翼脈絡下的帳篷劇又具
有什麼意義？這些意義該怎麼藉由東亞越境經驗與當地脈絡的接合乃至矛盾與衝突創造出新
的契機，進而反向擴充依附在漫長戰後日本思想資源下的「帳篷劇」，讓帳篷劇還有下一步
的可能？ 



【專題Ⅰ：帳篷越境】 
場次二：帳篷劇在中國大陸的參與／觀察報告

講者：韓冰（北京流火帳篷成員） 

時間：7/10 Sun. 14:00-16:30 

地點：線上 

 
自己與帳篷的相遇，用的一個詞形容帳篷，就是它是「真實不虛」的場所，是「將現實加以 
轉換」的所在。後來我就在想「真實」這兩個字，這當然是一個很樸素的字眼，卻隱含深刻 
的東西。不只是我們生活的區域，我認為全世界皆進入了巨大撕裂當中，各種思想的困境和 
撕裂的局面其實與真實性的喪失有關係。例如日本戰後新左翼有針對「原初性」與「原真  
性」的想像，後來我在想，有沒有可能我們換「真實性」的詞彙來思考。可能「真實」具有 
幾個層面，包括「事實層面的真實」，真實是一個主體對外部的基本感覺，大概也是主體與 
對象建立關係的前提。首先，事實的真實性層面來講，我們面對外部世界和區分對象，會做 
出他是否真實的判斷與反應。然而現在現在外部世界的真實性，我們已經不勞動了。我們跟 
外部真實世界直接的互動已經越來越少，加上虛擬現實幾乎要覆蓋了現實層面很大部份。另 
一個真實層面，就是「價值的真實性」，一個主體面對自己時，如果說他自己作為一種行動 
與價值的載體，那他是否存有這種真實性？還有一種真實層面為「彼岸的真實性」，當我們 
說到原初性時，在傳統社會當中這三種真實性是彼此相關聯，亦是大概構成人類文化的基礎。
在近代後，這三種真實性越來越分崩離析，因而造成思想的困境。加上新冠疫情，很像又回 
到十九世紀的思想狀態。 

 

首先，對我而言，帳篷作為一種場域，首先是物體與具體的互動，並非簡單的知識分子的自
我改造，或是我要向民眾靠近的場所，而是建立一種真實的互動感覺，並在互動當中形成主
體價值的真實感覺。至於彼岸的真實性，帳篷劇很大層面是演給死者看的，像是這幾年帳篷
劇內容出現的供養或是祭奠死者。那在革命當中千萬人頭落地的死者，對我們來說意味的是
什麼？我認為這些問題引領我們在帳篷當中進行思考。 

 

我們在這種越境的交流與實踐當中，怎樣去面對民族國家？當然並非所有民族主義沒有價值，
例如丸山真男曾在明治初期提出「不健全的民族主義」，那是一種他自己處於被壓迫、被掠 
奪狀態下激發出來的。這種民族主義可能跟護土家園連繫起來，而非想像共同體中的一員， 
它是非常真實的。我們要如何去思考中國這麼大的國家機器，所成就的事情與政策是如何出 
台的？新冠的堅持清零政策，我們看到的是非常強的形式主義政策。例如上海之前封城很久，
近期才逐漸恢復「堂食」，就是能夠在外空間吃飯，也是這些人心中的真實渴望。弔詭與荒 
誕的是，封城時，就算在飯店外面的花壇是屬於店家的，我們買了食物坐在花壇上吃是屬於 
堂食行為，是被禁止的，但若是站在走道上是屬於公共空間，那就不算堂食，所以大家會選 
擇坐下來聊天，站起來吃東西與喝酒。這樣一種高度形式主義的概念，對我們而言意味著什 
麼？ 

 

回到革命。中國革命最初是凝聚民眾的力量，才有可能成功與勝利，也有很多特別感人的畫 
面，但是後來變得形式化。比如我認識一位朋友，是一名老師，在五〇年代出生。當時他還 
是小學生，因為寫信時把偉大領袖的名字寫錯一個字，就被當成「反革命」，這其實已經高 
度形式化了。這種形式與內容的脫離，我認為是中國革命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對於民眾的 
能量，我們是否賦予了有效的形式？同時，回到真實性若為人類文化的基礎，又是很普遍性，
跨越民族與區域的問題。「帳篷」除了是真實不虛的場所，內容與形式的對抗與碰撞，而非 
拿出一個答案，其始終創造出一個場域使帳篷與帳篷劇彼此交織、碰撞的關係。這一點我認 
為非常可貴，恰恰是在沒有結論的場合才有可能出現。 



【專題Ⅰ：帳篷越境】 

場次三：帳篷劇的東亞容受／衝突史 

講者：櫻井大造（日本野戰之月劇團、台灣海筆子成員） 

韓冰（北京流火帳篷成員） 

孫柏（北京流火帳篷成員） 
羅皓名（噪音樂隊成員、游擊式藝文行動組織者）

時間：7/17 Sun. 14:00-17:00 

地點：實體（寶藏巖藝術村 - 山城排練場 3F）+線上 

 
今年「亞際民眾戲劇線上」把焦點放在帳篷劇。帳篷劇是民眾戲劇嗎？帳篷劇與民眾戲劇兩
者有何關係？（今年的）第一場我講了從 1945 年到 1975 年，日本戰後新左翼的歷史，我們
想要知道從 2000 年之後，我們接觸的帳篷劇是從什麼脈絡產生，而我並不想把大造、野戰
之月或者帳篷劇，以斷裂的方式來看，因為他們生成的背後有複雜的社會與思潮。台灣、中
國大陸與日本，或是濟州島等地，發生的帳篷劇跟在地脈絡、頭腦與身體的關係是什麼？我
其實有很粗糙的筆記，內容提到幾個問題： 

 

1、這兩年在疫情下，台北、北京沒有實體的帳篷，對此的想法？ 
首先，沒有產生實體帳篷，那有無概念帳篷？因為帳篷不只是實體行動而已，還是思想與文化
的概念。櫻井大造因為疫情也沒有越境的行動，大家怎麼想這件事？去年到今年六月底，東京
的野戰之月蓋了新的帳篷，同時間，北京流火和台灣海筆子在這幾年當中發生哪些事情？ 

 

2、這十五年來，帳篷的東亞越境經驗中出現過的衝突與轉變？ 
剛剛我們提到在地脈絡，帳篷也有其生成的脈絡；七〇年代延續至今的脈絡、在台灣與北京，
又有各自的脈絡，例如孫柏提到關於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歷史、八九運動、後發國家等等的反 
省。而在日本，我也簡單提過焦點會聚集在「自我否定」、「前現代共同體的追求」、「老 
左派」、「日共的對自民黨的反抗」以及「對其他東亞的情感」、「對帝國殖民的反省」等。
有趣的是，從自我否定到自我追求的轉身，也許是在談帳篷之際，所蘊含的變化、語言的變 
身，可能是集體嵌合在當初日本帳篷劇裡新左翼的動機。這樣的動機，可能與日雇勞動者、 
自己作為帝國主義人民的反省，和連結到在日朝鮮人、花崗事件、被抓到日本的強制勞動者 
等等，能從日本帳篷劇中稍微尋找一些線索。底層的啟蒙進一步存在日本的脈絡裡，體現的 
是對反現代化與前現代共同體的趨近。 

 

在台灣、中國大陸與日本之間，我覺得一個重要的觀察是聲音質地的差異與衝突。這不只是
語言的差異而已，而是發聲的機制，怎樣發出自己的聲音，在什麼樣的歷史、身體性與習慣
的表現機制上發聲、又是對哪些不一樣的對象發聲。這一整個發出聲音的邏輯與機制，對這
三地而言是有差異的。不只如此，不同地方對於發聲的閾值臨界（ threshold）與 over limit 的
態度跟應對方式也很不同。當你身體「快要爆掉了」，在瀕臨臨界點時，身體的反應與感覺
又是什麼？我覺得這個也會回應到上述關於所屬感與對於他者、對於自我主體的思考的話題
上。 

 

3、現今「帳篷劇」面對的、可以回應現實的是什麼？ 
大造說帳篷是「反省的場」。今天我們不是在敘述帳篷是什麼，而是追問帳篷、反省帳篷。 
我可以很概念地說，我們今日的相遇也是在進行或修補帳篷的「反省的場」。帳篷除了作為 
反省或是避難所，還是「動機的場」。動機是構成歌曲的最小的單位，例如，我為什麼要唱 
歌？我們有什麼欲求想要唱歌、表現與參加？歌也是產生關係與連結的方式。我們談帳篷在 
各地的脈絡之後，在裡頭我們相會了什麼樣的動機？我們的動機是什麼？我們能提到帳篷裡 
頭可能有勞動、主體對自我的否定、對於歸屬感、新生活的想望、東亞之間的相遇等等。至 
於面對什麼樣的社會動機。我借用櫻井大造的概念「共同主觀」，那是一種以國家為名的， 
資本式的生活方式或生命政治。基本上，大造提到的除了共同主觀外，還有「之間的主觀」、 



「共有的主觀」。之間的主觀的運動量如何伸展，那些微小的聲音又怎麼樣被放大，我認為 
是非常重要的問題。關於之間的，共有的主觀面對到共同主觀之間關係為何？我們面對到法 
西斯化、固態化的國家概念，具體來講它並非經濟面上的貧窮，而是日本從七〇年代之後關 
係式的貧窮。「擬制的民主主義」隱蔽了連繫下層系譜之可能，隱蔽了朋友之間相會的可能。
如果我們從這些思考點來看帳篷的話，會不會產生新的想法？ 

 

 

 

 

 

 

 

 

 

 

 

 

 

 

 

 

 

 

 

 

 

 

 

 

 

 

 

 

 

 

 

 

 

 

 

 

 

 

 

 

 

 

 



【專題Ⅱ：澳門劇場的公共視域】 

場次一：港澳九零民眾劇場交流場景 
講者：李銳俊（澳門劇場編導、石頭公社、婆仔屋藝術空間（後稱牛房倉庫）創始成員）

時間：10/16 Sun. 14:00-15:30 

地點：線上 

 
澳門劇場與香港民眾劇場的交流其實都是發生九零年代後期，石頭公社就是一個直接跟香港
交流的團體，因為石頭公社在 1996 年成立，然後 1997、1998 年密集地發生很多事，也因為
雙方的合作，促成澳門很多對於本土題材的切入。在收集資料、做田野的過程裡面，香港方
也把一些民眾劇場的工作坊，或是創作手法、形式帶到澳門，比如說他們辦的一人一故事 
Playback 的工作坊等等。 

 
 

場次二：我的創作與澳門 
講者：李銳俊（澳門劇場編導、石頭公社、婆仔屋藝術空間（後稱牛房倉庫）創始成員）

時間：10/16 Sun. 15:30-17:00 

地點：線上 
 

李銳俊在 90 年代到巴黎念書，九零年代中期回到澳門。在這個時候，澳門劇場史上有一個
重要的團體成立，就是「石頭公社」，李銳俊是其中一位重要的成員，以及主要的創作者。 

 

澳門劇場史研究者莫兆忠曾寫道，九零年代的澳門戲劇可以用 1996 年作為一條分界線。這
條 1996 年的分界線，其實不只是劇場的美學上的變化，還有包括，澳門的政治社會的語境
的改變。這一年就是「石頭公社」成立的年份。這個團體的組成蠻不一樣，是跨域的藝術團
體，為當時的澳門劇場帶來了一些衝擊，且引進了一些在澳門原本比較少見的藝術類型。在
莫兆忠的描述裡面，他把石頭公社當成有別於前面的戲劇團體的一種美學形態，甚至是不同
的結社的形態。 綜觀李銳俊的創作，跟澳門城市空間有一種平行的，甚至有些時候是某種
背離的關係。 




